附件:杨再平专职副会长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全文

新设民营银行改革真谛在于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

——杨再平专职副会长在首届民营银行论坛上的讲话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专家学者和媒体的朋友们：

大家上午好！

民营银行我们现在有5家试点，但实际上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个风向标，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很关注。
首先，我想要先做一个反向思维，提出一个问题：我们有没有民营银行？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出现的城信社，多为民营。1996年开业的民生银行就是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民营银行，目前主要大股东包括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、张宏伟的东方集团、卢志强的中国泛海集团、王玉贵代表的中国船东互保协会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、史玉柱等，从股权结构看仍是无可争议的民营银行。目前全国中小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已达50%多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体股权结构中，企业和民资占比达到90%。因此不能说我们没有民营银行。问题在于，既有或存量民营银行由于没有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而失真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，而是名义民有，实质不同程度由各级政府治理、经营，简言之，民有而非民治民营，至少非完全民治民营。因此我说，我们并非没有民营银行，只是没有摆脱对旧制度的“路径依赖”而无真民营银行。
既有或存量民营银行并非真民营银行，突出表现在，即使是民间资本控股而政府参股很少的银行，其董事长、行长等高管也多由党政部门决定，不少银行高管直接由党政部门派遣，成了党政部门安排干部的重要去处。至于银行经营活动，也多受各级政府这样或那样的干预而不能自主。这就难免产生政府关联交易，扭曲市场交易，同时形成隐性政府担保，助长道德风险，这几乎是规律性的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大程度就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。这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最大软肋。
其次，我想说一说制度经济学中的“路径依赖”问题。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,由于规模经济、学习效应、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,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。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，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，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，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。
“路径依赖”说法最早来自技术领域，一个广为流传、引人入胜的案例是：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。原来，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，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。那么，电车的标准又从哪里来的呢？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，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。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？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，所以，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，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。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。因为整个欧洲，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，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。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，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。可以再问，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。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。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，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，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，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，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。所以，最后的结论是：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，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。
有学者还对“制度路径依赖”做过有趣的验证：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，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，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，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。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，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“规矩”，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，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，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，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，直到它服从这里的“规矩”为止。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，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，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。起初，猴子怕受到“株连”，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，这是合理的。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，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“不许拿香蕉”的制度不变，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。 
综上所述，制度上的路径依赖，或是改革之顽敌，不可小视。

第三，新设民营银行怎样才算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？一是真正民有民治。这就意味着，其董事长、行长等高管人员不再由党政部门任命派遣，而应按相关监管规定及银行公司章程，由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定。其治理制度与流程安排也应由股东大会、董事会议定。二是真正民有民营。这就意味着，政府不再干预其经营决策，比如贷款给谁、贷多少、怎样贷、以何种利率贷，都应由银行经营者自主按商业原则决策，政府不应以任何理由干预或法外施加政治压力与影响。三是真正自担风险。这就意味着民营银行不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要求，而且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、内控机制及风险管控能力，还要对可能的经营失败做充分准备，留“生前遗嘱”，不要指望政府、纳税人为其经营失败埋单。四是真正优胜劣汰。这就意味着要严格市场纪律，经营不善严重亏损、资不抵债者，或被淘汰出局，或被收购兼并，不再“大而不倒”甚至“小而不倒”。同时还意味着其市场份额、市场地位、大小强弱由市场竞争决定，很可能多者变少，大者变小，强者变弱，反之亦然。由此推论，倒未必将民营银行统统永久定位为小银行。优胜者强而大，何必人为统统永久设定？
最后，我想强调，在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过程中，一方面要不断推出增量改革，另一方面，更应重视存量改革，两者相得益彰，才能使整个银行业体系尽可能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。现在近40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30多年改革历程不断推出的增量改革的累积。想想1978年前仅人民银行一家银行，其余3000多家不都曾是增量改革的成果吗？所以不要轻易否定银行业体系的既有存量，而应在不断推出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的同时，更注重存量部分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改革。否则，增量仍会被存量同化，而难摆脱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。当然，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若效果显著，也会极大地反作用存量部分摆脱对旧制度路径依赖的改革。
